
第２２卷第６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２２Ｎｏ．６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２０２２

农民创业行为的种植文化根源

———基于 “稻米理论”的视角

陈　卓，胡新艳，许金海

摘　要：创业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种植不同作物产生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民的创业

行为。基于２０１６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非稻区，水稻种植区农

民创业行为的概率低２．９％。该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样本有效性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等多重检验下，仍然

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水稻种植区在农田灌溉模式下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通过人际信任、风险偏好两条作

用渠道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创业行为打上了出生地种植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

为相较非稻区出生的农民，稻区出生的农民创业概率更低。而且，水稻种植的集体主义文化对女性农民创业

的抑制效应更强，也会促使农民更多地采用家族企业的创业形式，其概率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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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创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被视为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 “新引擎”［１］。大量证据表明，
创业不仅促进生产技术进步，而且会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提升社会流动性等渠道，改善民众收入水
平，助推国家经济发展［２］。对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农村地区而言，持续的投资和创业精神
是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的关键因素。２０１５年中央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政策。此后，中央政府在２０２０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 “十四五”规
划等文件中多次强调了创新创业政策的重要性。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以及中美国际贸易冲突的
大变局下，“鼓励创业，推动创新”，对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更显意义重大。

关于创业研究的成果可以归结为三支文献。第一支文献关注的是地理区位［３］、基础设施条
件［４］、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的影响［５］。第二支文献关注的是微观个体及其家庭特征的影响，如
教育水平［６］、社会资本［７］、家庭结构等［８］。第三支文献聚焦于个体创业行为背后蕴藏的文化根源，
即文化影响理论。在这支文献中，早先受关注的是宗教文化的影响。Ｗｅｂｅｒ发表关于基督新教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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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著述后［９］，宗教文化的影响引起极大关注。随着宗教经济学的发展，国内阮荣平
等分析了宗教文化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１０］。２０１４年Ｓｃｉｅｎｃｅ封面论文提出 “稻米理论”后［１１］，
农业种植文化影响的研究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极大反响。

“稻米理论”认为，人类祖先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在长期发展中会演变为不同的种植文化。具
体而言，中国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其中灌溉环节需要合作，更易形成集体主义文化；北方以小麦
种植为主，不需要复杂的灌溉设施，依靠自然降水或井水灌溉就能满足作物生长需要，更易形成个
人主义文化。对于 “稻米理论”，学界也存在较大争议。Ｒｕａｎ等［１２］认为，Ｔａｌｈｅｌｍ等提出的 “稻米
理论”论文在样本选取、变量测度、模型设定上存在偏误，修正这些错误后，其主要结论并不成
立。Ｏｌｓｓｏｎ等则在 “稻米理论”研究的基础进一步拓展［１３］，提出了 “农业种植采纳理论”，认为一
个地区农业种植的时间越久，则更加集体主义，进而在未来创新中处于劣势。国内丁从明等为 “稻
米理论”提供了更多的经验支持证据［１４］［１５］，验证了 “南稻北麦”种植文化差异对农民信任水平、
妇女地位等的影响。除此之外，袁益验证了稻麦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影响［１６］。然而，
现有文献并未关注种植文化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企业家精神受特定地域文化影响的现
象尤为明显［１７］。由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南稻北麦”的种植文化是否、如何影响农民创业行为？

本文试图将作物种植文化和农民创业行为联系起来展开实证研究，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
一，从 “稻米理论”视角分析作物种植文化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由此可拓展 “稻米理论”的适
用范围，补充该理论研究的实证证据。已有该主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 “稻米理论”视角，分析了种
植文化对信任水平［１４］、妇女地位［１５］、劳动力流动［１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是否、如何影
响农民创业行为，并通过经验研究给出了微观实证证据。第二，“稻米理论”的可信度一直是学界
争论的焦点，部分学者认为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证证据支撑。本文利用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劳动力动
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通过考虑遗漏变量、样本有效性以及工具变量法等方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
基准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为 “稻米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证据。第三，不同以往研究聚焦于宗教
文化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补充了种植文化影响的实证文献，有助于厘清农民创业行为选择
背后的种植文化制度根源，深化和丰富农民创业行为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不同作物对水分、养分、温度、土壤等生长环境的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不同地域种植不
同作物的方式也存在差异。水稻属于水田农业，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较为精细，需要在 “种—管—
收”环节投入大量劳动力，劳作周期漫长且分散［１８］，每公顷的投入时间大约是小麦、玉米等作物
的两倍。水稻的生长离不开灌溉系统辅助，为满足水稻的生长需求，种植水稻的村庄多自行修建了
灌溉系统。灌溉系统涉及的水利规模较为庞杂，通常是汇集全村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而成的 “公
共设施”［１８］。灌溉系统不仅在前期修建过程中需要全体农民集体参与，而且后期使用过程中也需要
同村农民以户为单位协调配合，错峰使用灌溉系统［１９］。这为同村不同户的农民在农期上提供了时
间差，借助此机会同村农民往往会通过换工的方式缓解劳动力配置问题，提高劳动生产效率［１８］。
相反，小麦、玉米等作物属于旱作农业，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较为粗放，依靠自然降水或井水灌溉即
可满足生长需要，劳作周期短暂且集中，农民多以雇工的方式解决劳动力需求［１６］。

研究显示，种植方式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演变成不同的文化［１１］。一方面，依附于灌溉系统的
水稻种植方式有利于强化稻区村庄内部的人际交往和信任，促使稻区农民以共同利益为 “纽带”，
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短半径关系网络。除此之外，种植水稻的地区多湖泊密布、径流量大、汛
期长，每年汛期均存在洪涝灾害的风险隐患［２０］。若洪涝灾害毁坏灌溉系统，将使村民产生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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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这可能使稻区农民对 “不可控风险”产生厌恶感，形成较低的风险偏好［２１］。因此，稻区农民
可能形成保守稳进的集体主义种植文化。另一方面，小麦、玉米偏向于市场化雇佣关系的种植方
式，会促使农民加强跨地域性流动，有利于农民突破血缘和地缘关联，扩大关系网络半径。同时，
种植小麦、玉米的地区河网密度稀疏、径流量小、汛期短，几乎不存在洪涝灾害的隐患，农民不需
要担心洪涝灾害对灌溉井等设施造成威胁。因此，非稻区农民可能形成富有冒险精神的个人主义种
植文化。对比可知，水稻种植文化会促使农民构建起村庄内部高度互信的关系网络，并形塑一种低
风险偏好观。

个体做出创业决策涉及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机会识别和风险态度［２２］。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
表明，信任和风险偏好会对这些心理过程产生显著影响［２３］［２４］。按照这一思路，本文聚焦分析水稻
种植文化特征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

首先，稻区农民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到灌溉系统的修建维护中，易形成高水平的限制性信任特
征。村内邻里因修建和使用稻田灌溉系统过程中产生的协助需求，提高了彼此间互惠互助的社会交
往频率，降低了村庄内部和氏族成员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这有助于从地缘和血缘上提高同村
农民间的信任度，而将陌生人排除在可信范围之外［１４］，造成稻区农民产生限制性信任高、一般性
信任低的现象①。这种现象可能会降低农民社会资本的丰富度，阻碍信息在不同群体间流动，减少
农民创业机会的获取渠道。具体而言，一般性信任有助于增加农民社会资本的丰富度［２５］，即通过
信任的传递能够提高个体社会网络的广度。根据创业警觉论可知［２６］，创业机会源于不同群体间不
对称信息的交流。信息交流与获取是创业机会识别的基础。稻区农民更加信任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村
庄内部群体，而不相信异质性的陌生人，其社会资本具有同质性特征，因此不对称信息交流的机会
随之降低，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相对更低，创业机会也相对更少。

其次，洪涝灾害对灌溉设施以及水稻蕴含潜在威胁，进而会塑造稻区农民的低风险偏好。一方
面，洪涝灾害发生的时间无法准确预测，导致农民无法提前做好充足的防灾、抗灾准备。另一方
面，洪涝灾害轻则堵塞灌溉沟渠，使农民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开展疏通工作，降低生产效率；重则冲
毁灌溉沟渠，迫使村庄及农民重新花费财力、物力修复灌溉系统。这种经历可能会对农民的风险感
知产生负面影响，使稻区农民养成较低风险偏好的习惯［２１］。研究显示，个体的风险偏好不会轻易
改变，是以往经历积累的结果［２７］。农民较低的风险偏好会减少其从事高风险行为的概率［２８］，使其
形成保守的风险态度。而创业是兼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济行为，较高风险偏好的个体更可能成为
创业者。因此，稻区农民做出创业决策的概率更低。

总之，相较于非稻区，受水稻种植文化影响农民创业的概率可能更低。进一步地水稻种植文化
可能通过 “降低一般性信任”和 “塑造低风险偏好”两条路径，抑制农民做出创业决策。

为验证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创业决策的净期望收益模型，推演农民受种植文化的
影响如何做出创业决策。农民ｉ的创业净期望收益由创业期望收入和创业机会成本共同决定，创业
期望收入指的是农民通过创业获取的经济收入；创业机会成本即农民通过除创业外其他经济行为获
取的经济收入，如务农、打工等。创业净期望收益Ｅ （Ｗｉ）可表示为：

Ｅ（Ｗｉ）＝ＰＥＩＥ－ＰＮＩＮ （１）
（１）式中，ＰＥ 代表农民选择创业的概率；ＰＮ 代表农民选择不创业的概率，即ＰＥ＋ＰＮ＝１，

ＰＥ∈［０，１］；ＰＮ∈［０，１］。ＩＥ 代表农民创业的收入，包括创业收入 （ＷＥ）、货币成本 （Ｃｍ）和心理
选择成本 （Ｃｈ）；ＩＮ 代表农民不创业的收入。式 （１）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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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根据个体信任范围的差异，可将信任分为限制性信任和一般性信任，限制性信任指的是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信
任；一般性信任指的是将陌生人纳入关系网络的信任。



Ｅ（Ｗｉ）＝ＰＥ（ＷＥ－Ｃｍ－Ｃｈ）－ＰＮＩＮ＝ＰＥＷＥ－ＰＥＣｍ－ＰＥＣｈ－ＰＮＩＮ （２）
根据以往研究，信任和风险偏好会对个体的心理选择成本具有重大影响［２９］，一般性信任越强，

创业行为的心理选择成本越低；风险偏好越高，创业行为的心理选择成本越低。同时，风险偏好还
会对个体的非创业收益产生影响［３０］，风险偏好越高，非创业收益越高。因此，本文用Ｔ代表一般
性信任，Ｒ 代表风险偏好，可得Ｃｈ＝（Ｒ，Ｔ）；ＩＮ＝（Ｒ），且分别满足∂Ｃｈ／∂Ｒ＜０；∂Ｃｈ／∂Ｔ＜０；

∂ＩＮ／∂Ｒ＞０。由式 （２）对Ｔ求偏导：

∂Ｅ／∂Ｔ＝∂Ｅ／∂Ｃｈ·∂Ｃｈ／∂Ｔ＝－ＰＥ·∂Ｃｈ／∂Ｔ （３）
式 （３）意味着单位一般性信任带来的创业边际心理选择成本期望的下降大于单位一般性信任

带来的非创业边际收益期望的上升，即∂Ｅ／∂Ｔ＞０。这表明，受水稻种植文化影响，较低的一般性
信任可能降低稻区农民的创业净收益，从而抑制其做出创业决策。

重复上述思路，由式 （２）对Ｒ求偏导：

∂Ｅ／∂Ｒ＝∂Ｅ／∂Ｃｈ·∂Ｃｈ／∂Ｒ＋∂Ｅ／∂ＩＮ·∂ＩＮ／∂Ｒ＝－（ＰＥ·∂Ｃｈ／∂Ｒ＋ＰＮ·∂ＩＮ／∂Ｒ） （４）
式 （４）中，ＰＥ·∂Ｃｈ／∂Ｒ＜０；ＰＮ·∂ＩＮ／∂Ｒ＞０，若满足｜ＰＥ·∂Ｃｈ／∂Ｒ｜＞ＰＮ·∂ＩＮ／∂Ｒ，即意味

着单位风险带来的创业边际心理选择成本期望的下降大于单位风险带来的非创业边际收益期望的上
升。由此可知，ＰＥ·∂Ｃｈ／∂Ｒ＋ＰＮ·∂ＩＮ／∂Ｒ＜０，即∂Ｅ／∂Ｒ＞０。这表明，受水稻种植文化影响，较低
的风险偏好可能降低稻区农民的创业净收益，从而抑制其做出创业决策。

基于上述理论和模型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１：水稻种植区集体主义文化观念导致稻区农民的创业概率更低。
假说２：水稻种植区集体主义文化观念是基于集中灌溉种植模式而形成的。
假说３－１：水稻种植区集体主义文化观念通过提高限制性信任、降低一般性信任的方式，对农

民的创业决策产生负向影响。
假说３－２：水稻种植区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念通过降低风险偏好的方式，对农民的创业决策产生

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２０１６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以下简称 “ＣＬＤＳ２０１６”）。ＣＬＤＳ２０１６调查在中国２９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不包含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共２　２８２个区县单元展开，调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
多个领域，共完成４０１份村居问卷；１４　２２６份家庭问卷；２１　０８６份劳动力个体问卷，其中农村居民
样本１３　３１９份，占比６３．１６５％。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仅保留农村地区样本。为保证样本主体具备
创业的潜能，参照周广肃等的研究，将样本限定为个体年龄介于１８～６５岁的农民［２３］。进一步删除
关键变量 （如创业行为、家庭收入等）缺失的样本后，有效样本数为８　２０６个。

（二）变量设置

１．被解释变量。（１）是否创业。参照王小龙等的做法［３１］，根据ＣＬＤＳ２０１６数据库中关于劳动
者工作状态的定义，将处于 “雇主”和 “自雇”状态的农民定义为 “创业”，赋值为１；将处于
“雇员”和 “务农”状态的农民定义为 “未创业”，赋值为０。（２）创业形式。为识别作物种植导致
的文化差异对农民创业形式的影响，根据创业活动的资金投入模式，区分为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
业。根据ＣＬＤＳ２０１６数据库问卷，将 “个人、家人和亲属”合资的创业形式定义为 “家族创业”，
赋值为１；将 “朋友、生意伙伴和其他社会关系”合资的创业形式定义为 “非家族创业”，赋值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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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核心解释变量：种植文化。根据ＣＬＤＳ２０１６数据库提供的 “本村主产粮是什么？”的调查数
据来设置。借鉴袁益的做法［１６］：如果样本所在村庄主产粮为稻谷，则视该地区主要种植作物为水
稻，赋值为１；若样本所在村庄主产粮非稻谷，则视该地区主要种植作物不是水稻，赋值为０。

３．控制变量。本文参照已有研究，设置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等三类控制变
量［５］［２３］［３１］。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情况、健康情况、政治面貌、能力
禀赋等；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总数、家庭总收入、耕地租用情况、土地征用经历、住房拆迁经历、
借债经历等；村庄特征包括村到县的距离、村庄地势、宗祠设施情况、治安状况、非农产业总数等。

４．工具变量：水稻种植适宜气温。“主产粮是否为水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作物的种植
属性，但仍可能无法避免测量偏误和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为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本文
借鉴丁从明等的思路［１５］，构造工具变量 “水稻种植适宜气温”，解决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
方法如下：首先，通过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
（Ｖ３．０）”整理获得样本区域１５５个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的平均气温数据；其次，以水稻适宜的生长气
温１７～２５℃为标准［３２］，将平均气温处于该区间内的市赋值为１；反之则为０。所有变量含义和赋值
方法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赋值和基本统计量

变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创业 去年的工作状态：雇主或自雇＝１，雇员或务农＝０　 ０．１１５　 ０．３２０　 ０　 １
创业形式 创业形式：家族型＝１，其他＝０　 ０．８４４　 ０．３６２　 ０　 １
核心解释变量

种植文化 本村主产粮是否为水稻：是＝１，否＝０　 ０．３５３　 ０．４７７　 ０　 １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４８４　 ０．４９９　 ０　 １
年龄 岁 ４５．９４９　１２．６４５　 １８　 ６５
教育年限 年 ７．３２５　 ３．９２１　 ０　 １９
婚姻情况 已婚＝１，其他＝０　 ０．８３８　 ０．３６８　 ０　 １

健康情况 健康状况自评：不健康＝１，一般＝２，比较健康＝３，很健

康＝４，非常健康＝５

３．５１９　 １．０５０　 １　 ５

是否党员 中共党员：是＝１，否＝０　 ０．０５１　 ０．２２０　 ０　 １
是否购买保险 是否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１，否＝０　 ０．８３１　 ０．３７４　 ０　 １
能力禀赋 是否获得过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是＝１，否＝０　 ０．０６９　 ０．２５４　 ０　 １
家庭特征

人口 家庭人口总数 ４．９１３　 ２．０６２　 １　 １８
家庭总收入 ｌｏｇ （家庭总收入＋１） １０．２０５　 １．１２４　 ０．６９３　 １３．８２０
是否租地 去年您家是否承包了他人的耕地：是＝１，否＝０　 ０．１５２　 ０．３５９　 ０　 １
土地征用经历 去年您家是否有土地被征用：是＝１，否＝０　 ０．０４４　 ０．２０６　 ０　 １
住房拆迁经历 去年您家是否经历过住房拆迁：是＝１，否＝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０　 ０　 １
借债经历 是否有债务未还清：是＝１，否＝０　 ０．３６０　 ０．４８０　 ０　 １
村庄特征

村到县距离 本村距最近县城距离是否大于６０公里：是＝１，否＝０　 ０．１１８　 ０．３２２　 ０　 １
是否平原 村地形是否为平原：是＝１，否＝０　 ０．４７２　 ０．４９９　 ０　 １
是否有宗祠 村内是否拥有祠堂：是＝１，否＝０　 ０．２３９　 ０．４２６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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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治安状况 本村治安状况：很差＝１，不太好＝２，一般＝３，较好＝４，

很好＝５

４．２７８　 ０．６５５　 ３　 ５

非农产业 本村有多少种非农产业 ０．４７１　 ０．９３４　 ０　 ４
工具变量

水稻种植适宜气温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各市平均气温，位于１７～２５摄氏度区间界定

为适宜＝１；低于１７或高于２５度界定为不适宜＝０

０．３７０　 ０．４８３　 ０　 １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１的基本描述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地区总体上的创业率偏低，全体样本中有１１．５％的农民

选择进行创业。表２的样本分布统计结果表明，水稻种植区农民样本约占总样本的４０％；拥有集
体灌溉设备的农民约占总样本的４４％。这一结果表明不同分组情况下样本数量基本均匀。

表２　不同分组情况下的样本分布比较

种稻 不种稻 拥有集体灌溉设备 无集体灌溉设备

样本对比 ４　７８３　 ７　１６０　 ３　９８３　 ５　００４

表３　水稻种植区与非水稻种植区被解释
变量均值差异比较

变量 种稻 不种稻 均值差异

是否创业 ０．１０６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５＊＊

创业形式 ０．８５１　 ０．８４１　 ０．０１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对比水稻种植区农民、非水稻种植区农民
创业率数据的均值差异，发现稻区、非稻区农民的
创业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如表３所示）。水稻种植区
农民比非水稻种植区农民选择创业的概率低１．５％，
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得到的初步判断是：
不同作物种植方式导致的文化差异对农民创业行为
的影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对比
水稻种植区、非水稻种植区农民在创业形式的差别，

发现稻区农民比非稻区农民选择家族创业的概率高１％，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可能与两个地区农民间
不同的种植文化有关，但组间差异并未在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模型设定
为考察作物种植导致的文化差异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构建的基准模型如下：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β１＋β２Ｐｌａｎｔｉ＋β３Ｘｉ＋β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εｉ （５）
（５）式中，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民ｉ是否选择创业的虚拟变量。Ｐｌａｎｔｉ为

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民ｉ的作物种植种类。Ｘｉ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 为省份虚拟变量，
表示控制地区差距对创业行为的影响。β１、β２、β３、β４ 表示待估参数。εｉ代表随机扰动项。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水稻种植文化对农民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
表４是基准回归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均为 “是否创业”，其中，模型 （１）仅纳入核心解释变

量 “种植种类”；模型 （２）为了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增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控制变
量；模型 （３）则进一步控制省级虚拟变量。由回归结果可知，作物种植导致的文化差异对农民创
业决策影响是稳定的，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种植种类”变量显著性进一步提升至１％水平，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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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文化差异对农民创业决策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创业

（１） （２） （３）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核心解释变量
　种植种类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０．３９６＊＊＊ ０．０７２＊＊＊ ０．４０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年龄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教育年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婚姻情况 ０．３０２＊＊＊ ０．０５５＊＊＊ ０．３２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３）
　　健康情况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是否党员 －０．３１８＊＊＊ －０．０５８＊＊＊ －０．２８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６）
　　是否购买保险 ０．１９４＊＊＊ ０．０３５＊＊＊ ０．２６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０）
　　能力禀赋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２）
　家庭特征
　　人口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家庭总收入 ０．２３１＊＊＊ ０．０４２＊＊＊ ０．１８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是否租地 －０．３４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０）
　　土地征用经历 ０．１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６）
　　住房拆迁经历 －０．１６１ －０．０３０ －０．１９５ －０．０３５

（０．２２７） （０．０４１） （０．２１９） （０．０３９）
　　借债经历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村庄特征
　　村到县距离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２）
　　是否平原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３＊＊＊ －０．１６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
　　是否有宗祠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
　　治安状况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
　　非农产业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省级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１６８＊＊＊ 　－３．７８２＊＊＊ －３．９７８＊＊＊

（０．０２０）　 （０．２８８） （０．５５９）　
　样本量 ９　８６６　 ９　８６６　 ８　２０６　 ８　２０６　 ８　２０６　 ８　２０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个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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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方向一直为负，表明水稻种植区农民选择创业的概率低于非水稻种植区农民。就边际效应而言，
水稻种植区农民的创业概率比非水稻种植区农民低２．９％。假说１得到验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农民创业活动的类型、规模等未进行区分，计量结果反映的是南北方
（稻区和非稻区）农民创业活动的总体概况。也就是说即使北方 （非稻区）农民的创业概率高，但

图１　北方、南方农村个体户就业比较图

由于创业层次相对南方 （稻区）较低，
人们依然会认为 “南方创业更为活跃”，
导致基于 “稻米理论”得出的研究结论
与直觉中南北方创业情况存在些许反差。
遗憾的是，受限于ＣＬＤＳ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无法区分创业类型、规模。为解释
上述认知差异，本文在无法查获官方统
计年鉴或数据库发布的各省农民创业情
况数据的情况下，使用 《中国统计年鉴》
近十年南北方各省农村个体户就业比例
的数据①②，将之作为替代变量发现，南
方农村个体户就业比例相较北方农村更
低的事实 （如图１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文的结论。

控制变量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也基本符合理论预期。性别、教育水平、婚姻、健康、保险购
买、家庭总收入、借债经历、宗族、非农产业对农民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党员身
份、家庭人数、土地租用、村庄地势和治安状况对农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租用反
映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租地农民创业的可能性越低。同理，村庄地势越平坦意味着该村土
地越适合进行农业种养活动，农民创业概率越低。

（二）机制检验
前已述及，作物种植方式导致的文化差异对稻区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可能依托于水稻种植所需

的灌溉系统而形成。一方面，灌溉系统建设可能在强化稻区农民限制性信任的同时，弱化一般性信
任；另一方面，灌溉系统可能使稻区农民形成低风险偏好的观念态度。因此，本文选取集体灌溉、

限制性信任、一般性信任和风险偏好等四个变量，以此检验作物种植方式文化如何影响农民创业行
为。表５结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形成机制检验，通过模型 （１）检验作物种植方式导致文化
差异的形成机制；第二部分为影响机制检验，通过模型 （２）— （４）分别检验作物种植文化差异通
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民的创业行为。

模型 （１）的估计结果表明，“种植种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表明稻区
拥有集体灌溉设备的概率要高于非稻区。就边际效应而言，稻区拥有集体灌溉设备的概率比非稻区
高８．５％。这与袁益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１６］，证明集体灌溉的农业生产模式是稻区与非稻区形成文化
差异的关键原因。假说２得到验证。模型 （２）中，“种植种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１％水平
上显著，表明稻区农民限制性信任比非稻区农民高。就边际效应而言，稻区农民限制性信任比非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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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稻麦种植区域分布基本符合 “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格局，但由于无法获取市级或县级层面的数据，为减小
测量误差，本文将处于 “秦岭－淮河”分界线上的陕西、四川、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以及不属于南北划分的新疆、

西藏、青海共９省剔除，最终将广东、海南、福建、广西、云南、浙江、湖南、上海、重庆、江西、贵州等１１省归为南
方 （稻区）；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山西、宁夏、甘肃等１１省归为北方 （非稻区）。

农村个体户就业比例＝农村个体户就业人数／ （城市个体户就业人数＋农村个体户就业人数）。



区农民高３．９％。在模型 （３）中，“种植种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５％水平上显著，表明稻
区农民一般性信任比非稻区农民低。就边际效应而言，稻区农民一般性信任比非稻区农民低

１．８％。综合模型 （２）和 （３）结果可证明，稻区农民更加信任具有高度同质特征的村庄内部群体，
而不相信异质性的陌生人。假说３－１得到验证。模型 （４）给出了种植方式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估计
结果，“种植种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表明稻区农民风险偏好比非稻区农
民低。就边际效应而言，稻区农民风险偏好比非稻区农民低６．３％。这证明了，较低的风险偏好使
稻区农民的经济行为更加保守，相对而言更不愿意进行创业等风险较高的活动。假说３－２得到验证。

表５　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形成机制 影响机制一 影响机制二

集体灌溉 限制性信任 一般性信任 风险偏好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ＯＬＳ

种植种类 ０．２５０＊＊＊ ０．０８５＊＊＊ ０．２１２＊＊＊ ０．０３９＊＊＊ －０．１９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４８１＊ 　　 －０．６５０　　 －０．０９４　　 　　２．７４９＊＊＊

（０．２５０） （０．４１４） （０．４３７） （０．２０８）

样本量 ６　８３６　 ４　３７２　 ５　９０１　 ５　６３４

（三）进一步分析
１．水稻种植文化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 “出生地烙印”？文化是一代代人沿袭传承

且相对稳定的观念和习俗［３３］，具有持续性特征。对于从小出生在该文化地区的农民而言，受文化
影响的时间相对更长，可能受到的影响也更大。进一步聚焦至水稻种植文化，中国种植水稻的习俗
已传承千年之久，那么是否出生在稻区的农民创业行为所受影响更大呢？基于此，本文根据

ＣＬＤＳ２０１６数据库提供的出生地信息构造 “是否稻区出生”变量，考察文化持续性对农民创业行为
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ＣＬＤＳ２０１６数据对样本出生地信息和访问地信息进行了市范围内的随机处理，

表６　出生地种植文化与农民创业行为的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创业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是否稻区出生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６０１＊＊＊ （０．６１０）

样本量 ７　０６４　 ７　０６４

这导致一部分样本的地址信息可能存在误
差。为保证计量结果的精确性，本文仅保
留了随机处理后出生地信息和访问地信息
仍能匹配的样本进行该部分的分析。

表６汇报了出生地对农民创业决策的
影响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是否稻区出
生”变量在５％显著水平下显示为负，这
意味着稻区出生的农民创业意愿要比非稻
区出生的农民低。就边际效应而言，出生
在稻区农民的创业概率比未出生在稻区的农民低２％。上述结果既验证了出生地烙印对农民创业行
为的影响，又证实了前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２．水稻种植文化对农民创业形式选择的影响：是否家族企业？家族、非家族创业形式在认知
模式、内部信任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相对而言，家族创业表现出的特点更偏向于集体主义型
社会认知，商业风格上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和可靠性，成员间具有较强的感情依附且行为上强调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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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性［３４］。结合前文分析可知，这与水稻种植赋予农民的强限制性信任和低风险偏好文化特征更
为契合。因此，进一步延伸考察水稻种植文化对农民创业形式的影响。

表７　种植文化与农民创业形式的回归结果

变量
创业形式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种植种类 ０．３７９＊＊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８３０＊ （１．１９０）
样本量 ５９９　 ５９９

表７的估计结果显示，“种植种类”变
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５％水平上显著，
这意味着种植不同作物产生的文化差异使
水稻种植区农民更偏向于基于血缘、裙带
关系，利用熟人社会网络进行创业，即可
能存在 “亲属抱团”的创业现象。就边际
效应而言，水稻种植区农民进行家族创业
的概率比非水稻种植区农民高８．２％。

３．水稻种植文化对农民创业行为的
影响：是否男女有别？为适应不同的社会角色功能，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３５］。
考虑到性别可能使作物种植导致的文化差异对农民创业决策产生异质性影响。基于基准模型，进一
步纳入 “种植种类×性别”的交互项，考察作物种植导致的文化差异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异质性
差异。

表８　种植文化与不同性别农民创业行为的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创业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种植种类×性别 ０．２５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９１５＊＊＊ （０．５６０）
样本量 ８　２０６　 ８　２０６

　　　　注：控制变量包含交互项的一次项。

由表８的估计结果可知，交互变量
“种植种类×性别”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水稻种植区女性农
民创业的概率比男性农民低４．６％。其原
因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农村传
统观念影响，女性农民主要负责操持家
务，关系网络具有家庭成员导向的特
点［３６］。这导致其关系网络规模相对狭小，
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且一般性信任水平相较

男性农民更低，这不利于信息在不同群体进行流动，可能使得女性农民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相对更

低。另一方面，相较男性农民而言，女性农民冒险倾向较低、风险控制能力较弱且更加厌恶风

险［３７］，拥有更低的风险偏好，致使女性农民更偏向规避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创业选择。

五、稳健性检验

（一）遗漏变量问题
虽然Ｔａｌｈｅｌｍ等［１１］研究证明，水稻种植文化会对水稻地区整个群体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影

响种植水稻的农民。但归根结底这种文化是基于粮食作物特殊的种植方式而产生。若考虑农民的农

业生产经历，水稻种植文化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值得进一步验证。本文根据

ＣＬＤＳ２０１６数据库提供的 “您是否有农业生产经历？”问项，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 “农业生产

经历”变量，比较两个模型的结果差异。

表９中，模型 （１）为基准模型，模型 （２）为加入 “农业生产经历”变量后的模型。对比可

知，控制农业生产经历后， “种植种类”变量的估计系数略微变小，边际效应由２．９％降低至

２．５％。一方面，这证明农业生产经历强化了水稻种植产生的文化，进而削弱了关键解释变量对农

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证明加入潜在遗漏变量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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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添加潜在遗漏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创业

（１） （２）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种植种类 －０．１６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农业生产经历 －０．４１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９７８＊＊＊ （０．５５９） －３．９８３＊＊＊ （０．５５８）
样本量 ８　２０６　 ８　２０６　 ８　２０６　 ８　２０６

为进一步检验遗漏变量问题是否会对回归结果的置信度产生影响，借鉴Ｎｕｎｎ等［３８］的方法，利
用可观测变量计算不可观测变量造成估计偏误的可能性。需要说明的是，Ｒａｔｉｏ值越大，则表明由
于遗漏变量造成估计偏误的可能性越小。其原因是，若要改变当前的估计结果，则应在现有模型的
基础上纳入更多的遗漏变量，且这些遗漏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变得越大，而这种可能性随着

Ｒａｔｉｏ值的增大而减小。参照Ｎｕｎｎ等［３８］的做法，分别构建两组包含受限制变量的回归以及两组包
含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在受限制变量的回归中，一组为仅包含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另一组则包
括性别和年龄变量的个体对照。在包含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中，分别考虑了仅包含控制变量，以及
在此基础上添加省级虚拟变量的回归。

表１０结果显示，四种情形之下计算得到的Ｒａｔｉｏ值介于１１．１３７～１３．７７０，均值为１２．２２９。也
就是说，若要改善现有估计结果，那么遗漏变量的影响至少要达到现有控制变量影响的１１．１３７倍，
平均则要达到１２．２２９倍，而这一可能性极小。这证明遗漏变量不会对回归结果的置信度产生影响。

表１０　偏误估算结果

受限制变量的回归 包含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 Ｒａｔｉｏ值
关键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１１．３９６
关键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和省级虚拟变量 １３．７７０
关键解释变量、性别变量、年龄变量 控制变量 １１．１３７
关键解释变量、性别变量、年龄变量 控制变量和省级虚拟变量 １２．６１３

（二）样本有效性
１．删减样本。调查对象的地域迁移活动也可能对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根据

ＣＬＤＳ２０１６数据库中 “１４岁以来迁移的次数”以及 “迁移目的地的省、市、区县信息”的问项，筛
选并剔除基准回归中包含的 “稻区迁移至非稻区”或 “非稻区迁移至稻区”流动样本，重复基准回
归的实证过程。

表１１　删减区域间流动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创业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种植种类 －０．１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９８２＊＊＊ （０．５６１）

样本量 ８　０６５　 ８　０６５

表１１汇报了删减稻区和非稻区流动
样本量的回归估计结果。由模型结果可
知，删减样本后 “种植种类”变量仍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示为负，表明删减
区域流动样本后，水稻种植区农民选择创
业的概率依旧低于非水稻种植区农民。就
边际效应而言，水稻种植区农民的创业概
率比非水稻种植区农民低２．７％，与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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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的估值几乎没有差别，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２．更换样本数据库。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以下简称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数据库，参照已有研究［１５］［２３］，根据ＣＦＰＳ２０１４问卷中 “过去１２个月，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
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是＝１，否＝０）”“您家是否种植水稻或小麦？（水稻＝１，小麦＝０）”界
定被解释变量 “创业决策”和关键解释变量 “种植种类”，仿照基准回归控制其他变量，重复基准
回归的实证过程，对基准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１２汇报了更换样本数据后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种植种类”
变量显著性进一步提升至１％水平，且影响方向为负，表明水稻种植区农民选择创业的概率低于非
水稻种植区农民。就边际效应而言，水稻种植区农民的创业概率比麦区农民低４．６％。这意味着，
两个数据库得出的实证结果具有一致性，即更换样本数据后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依旧稳健。

表１２　更换样本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创业

（１） （２） （３）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种植种类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６＊＊ －０．４１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３８）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４４７＊＊＊ －７．０３０＊＊＊ －６．７５８＊＊＊

（０．０２２） （０．４３７） （０．４５１）

样本量 １２　２１４　 １２　２１４　 ７　４２５　 ７　４２５　 ７　２８０　 ７　２８０

（三）工具变量法
基准回归中可能由于测量偏误和遗漏变量等原因产生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受自然环境等不可

抗力因素的影响，“稻麦种植分界线”在局部地区发生过细微变化，这可能会干扰本文 “种植种类”
变量测度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除上文讨论的农业生产经历外，农民是否创业还可能受到如地区政
策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为尽可能克服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本文参考丁从明等的做法［１５］，
构造 “水稻种植适宜气温”的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其逻辑是，气温作为水稻生
长不可或缺的自然要素势必对农民的种植决策产生影响，但不会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使
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农民创业决策进行检验。

表１３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一阶段 二阶段
种植种类 是否创业

水稻种植适宜气温 ０．２３１＊＊＊ （０．０２１）
种植种类 －１．２０６＊＊ （０．５０４）
边际效应 －０．１６７＊＊ （０．０６１）

Ｆ值 １３９．４２
Ｗａｌｄ检验 ４．４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７） －４．０８６＊＊＊ （０．６０１）
样本量 ８　２０６　 ８　２０６

表１３汇报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估计
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 “水稻种植适
宜气温”变量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显示为
正，这表明水稻种植适宜气温对作物种植
种类产生正向影响，意味着工具变量具有
很强的相关性。Ｆ值大于１０，说明不存
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第二阶段回归
中，Ｗａｌｄ外生性检验拒绝了种植种类不
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这表明基准回归模
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纠正内生性问题后
“种植种类”变量依然在５％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示为负，这表明加入工具变量后，作物种植导致的文化差异对水稻种植区农民的创业决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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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边际效应值相较基准模型进一步扩大，水稻种植区农民的创业概率比非稻
区农民低１６．７％，这可能与基准模型遗漏地区政策等不可观测因素有关。虽然基准模型低估了文
化差异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但仍可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是稳健可信的。

六、结　语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育动能、
稳就业和保民生的有力抓手。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６年数据，基于 “稻米理
论”，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作物种植导致的文化差异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结果表明：

１．作物种植导致的文化差异使水稻种植区农民进行创业的概率比非水稻种植区农民低。就边
际效应而言，稻区农民的创业概率比非稻区农民低２．９％。在考虑遗漏变量、样本有效性以及工具
变量法等方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作物种植导致的文化差异对水稻种植区农民创业决策的负向影响
仍具有稳健性。

２．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水稻种植区的文化特征是基于集中灌溉的模式而形成，并通过人际信
任和风险偏好两条路径对农民的创业决策产生影响。一方面，水稻种植区的文化特征通过提高限制
性信任和降低一般性信任的方式，降低农民的创业概率。另一方面，水稻种植区的集体主义文化特
征通过弱化农民风险偏好，降低其创业的概率。

３．出生地烙印效应使出生在稻区的农民创业概率比未出生在稻区的农民低２％。

４．受水稻种植区集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影响，水稻种植区农民进行家族创业的概率比非家族创
业高８．２％。

５．区分农民性别的研究显示，相比于男性农民，水稻种植区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念对女性农民
创业决策的抑制效应更强。

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农民创业行为背后的种植文化根源，可得出如下启示：

１．政府应根据种植文化差异，有针对性地出台促进农民创新创业政策，实现区域文化与政策
激励的良性耦合。在稻区，围绕血缘、地缘形成的熟人社会网络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活动的基础，
政府应鼓励农民借助社会关系网络开展创业活动，以此提高创业活跃度、改善当地创业环境，帮助
农民培养企业家精神。

２．从人际信任和风险偏好两条作用机制分析结论看，政府为激励创业发展，一方面需完善信
息共享平台建设，通过村内联动、村村联动、城乡联动等方式，提高信息交流质量和深度，强化信
息透明度，提升农民一般信任水平；另一方面，完善对创业者的扶持政策，降低农民创业面临的潜
在风险，弱化农民的不确定感知，提升农民创业意愿。在非稻区，政府应注重帮助农民提升创业质
量，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协助农民创业者推动创业企业发展壮大。

３．地区种植文化特征同样对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其他范畴具有借鉴作用：稻区农民集体主
义的文化特质使其可能更符合强调团队精神的企业，而非稻区农民个人主义的文化特质使其可能更
满足创新型企业的需求。

中国差异化的农业种植格局是理解区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该主题的研究仍
存在一些值得未来拓展深化的地方：既然水稻种植文化会对农民创业等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是否会
对农民的消费、投资等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些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验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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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陈其进．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的异质性影响———基于ＲＵＭＩＣ　２００９数据的实证研究［Ｊ］．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５（２）．
［２５］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Ｔｒｕｓｔ：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２６］Ｋｉｒｚｎｅｒ，Ｉ．Ｍ．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２７］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Ｎ．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１９８９．
［２８］Ｍａｒｃｈ，Ｊ．Ｇ．，Ｚ．Ｓｈａｐｉｒａ．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ｔａｋｉｎｇ［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７（１１）．
［２９］Ａｓｔｅｂｒｏ，Ｔ．，Ｈ．Ｈｅｒｚ，Ｒ．Ｎａｎｄａ，ｅｔ　ａｌ．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１４（３）．

［３０］陈其进．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证据［Ｊ］．南方经济，２０１５（８）．
［３１］王小龙，薛畅，许敬轩．农地确权能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吗？———基于ＣＬＤＳ数据的经验研究［Ｊ］．经济科学，

２０２０（６）．
［３２］张瑜洁，姜亚珍，游松财．水稻生长对气温变化响应的研究———以江苏姜堰市不同播种期试验为例［Ｊ］．资

源科学，２０１４（５）．
［３３］蔺楠，包颉．文化价值观对农民创业融资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Ｊ］．外国经济与

管理，２０２０（６）．
［３４］Ｃｈｒｉｓｍａｎ，Ｊ．Ｊ．，Ｊ．Ｈ．Ｃｈｕａ，Ｌ．Ｐ．Ｓｔｅｉｅｒ．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４）．

—５９—

陈　卓，等：农民创业行为的种植文化根源———基于 “稻米理论”的视角



［３５］Ｃｏｓｔａ，Ｐ．Ｔ．Ｊ．，Ａ．Ｔｅｒｒａｃｃｉａｎｏ，Ｒ．Ｒ．Ｍｃｃｒａｅ．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Ｒｏｂ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２）．

［３６］Ｓｗａｒｔｚ，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３７］Ｃｒｏｓｏｎ，Ｒ．，Ｕ．Ｇｎｅｅｚｙ．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９（２）．
［３８］Ｎｕｎｎ，Ｎ．，Ｌ．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７）．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Ｒ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ＥＮ　Ｚｈｕｏ，ＨＵ　Ｘｉｎ－ｙａｎ，ＸＵ　Ｊｉｎ－ｈ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ｐｓ　ｍａ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Ｔｈｅ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ＬＤＳ）ｄａｔａ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ｉｓ　２．９％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ｒ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ｅｓｔ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ｓ，ｓａｍｐｌ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ｗｏ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ｓ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ｒ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ｎｏｎ－ｒ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ｉｃ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ｄｉ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ｎ　８．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ｒ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６９—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